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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与转型 

———论钱钟书学术演进历程

罗新河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钱钟书的学术存在呈现这样一种演进历程：少年才情超逸，锋芒毕露；中年立足文学，中西互参；晚年打通百家，穿
越古今。这一历程高度感应西方现代学术发展态势，同时也深切契合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构成其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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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是中国现当代学术巨擘，整个一生创建
了极其辉煌的学术大厦，其研究历程相当典型地反

映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当审视

和考察后者时，前者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个案，研

究意义不言而喻。依钱钟书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

与个体存在的生命轨迹，可以大致将其划分为以下

三个阶段。

　　一　博览中西”与“思想发萌”

相传钱钟书清华求学之时，曾“横扫清华图书

馆”，“终日博览中西新著书籍”，这种勤敏和博学

无疑使少年钱钟书在知识的视野上、学问的深广度

上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上，都体现出令人惊叹

的成熟和不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反映在

他此期间所发表的那些才华超逸、见地独特的的中

英文文章上。它们一是对文学问题的探讨；一是立

足于文学，对心理学哲学问题的研究。

《小说琐征》是迄今所发现的钱钟书最早的学

术研究文章，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此文在具体的研

究路数和方法上，显示出他后来以“打通”为主要特

点的治学路径的雏形，如以正史、笔记、戏曲、佛经、

诗话、野史中的相关记载和论述，进行连类、比勘，

从而考证来源的治学方法。稍后的《中国新文学的

源流》是一篇针对周作人同名著作的批评文章。此

７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０７
作者简介：罗新河（１９７３－），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钱

钟书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总第１０７期）

文认为周作人根据“文以载道”与“诗以言志”来分

派，失之斟酌，因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

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

题，谈不上是彼此截然独立的两个派别。《谈艺录》

曾重点论述“概难一论”观念，表明事物往往系连交

叉，难以概论，于此可见端倪。

钱钟书此时也开始了具体的文学批评。《落日

颂》几乎是可以找到的钱钟书唯一评论中国现代作

家的文章。此文可注意者两点，一是对语言修辞尤

其是比喻的论述，后来的《谈艺录·长吉曲喻》《读

〈拉奥孔〉》和《管锥编·周易正义·归妹》等篇中

关于比喻的精妙论述均源自于此。另一给我们印

象深刻之处是此文首开《谈艺录》《管锥编》中对神

秘主义的讨论。这两个问题也是西方现当代文学

理论极为重视的论题。

此时，钱钟书更多是对文学理论一般性问题的

关注和探讨。在《旁观者》一文中，他从文学与历史

的关系角度，发表了对文学本质性问题的看法。首

先强调历史观的相对主义性质，指出：“讲史观的人

对于史迹，只求了解，不能判断；只能接受，不能改

革。因为从演化的立场上讲，每一个存在的时代都

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每

一个现象的存在就是它充足的理由。”［１］２７９所以“虐

今荣古”或“贱古荣今”都是不可取的，这不无黑格

尔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子。由历史他转向文学，指出

文学不过是各种平行发展的心理形态之一，并告诫

那些妄谈文学肇因的人，与其用政治制度、社会形

式解释文学，不如用文学来解释实际生活近情一

些。此文凸显了钱钟书对文学自主性的诉求，于当

时流行的社会学文艺思想无疑构成一种有力反驳。

此时钱钟书的学术视野不只是局限在文学领

域，中西各种书籍的泛览和研读，使其思维的触角

和话语空间具有极强的扩展性，对心理学、哲学、生

物学等问题他也积极发表见解。《美的生理学》一

文是一篇谈文艺心理学问题的书评，撇开具体的批

评不论，此文最让人关注的是钱钟书对心理学的重

视。他认为：“我们在钻研故纸堆之余，对于日新又

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应当有所借

重。”［１］２６５这一理论追求，为他后来在《谈艺录》《管

锥编》中广泛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知识对文学和文

化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精细周到的阐析奠定了良好

基础。清华期间的文章还有诸如一系列哲学书籍

的书评，如：《为什么人要穿衣》《一种哲学的纲要》

《大卫·休谟》《休谟的哲学》《鬼话连篇》等等，这

些书评显示出钱钟书对西方哲学“特殊的见地”与

灵活机智的思辨力。

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仍然处于中西文化交融碰撞

的时期。中国文化如何在保存民族自我与吸纳“他

者”的矛盾或者说新和旧的关系中取得平衡，这是

摆在当时中国学人面前的时代课题。这其中的问

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旧，又如何对待新。因此在

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撰写成为一种潮流，而其中核

心问题乃是文学史观问题，即治史者应以一种怎样

的态度、眼光和方法看待以往的文学史事实和现

象，这关系到对传统的认识和评价，实际折射的却

是对现实问题的观念和认识。对于这些问题，钱钟

书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光华期间的几篇主要文

章都与此有关。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系统表达了钱钟书的文

学观、文学史观、批评观。从文章所表现出的内在

精神看，明显有一种对主流的社会学治史方法的批

判和反驳倾向，如反对因世求文，反对以文学感人

的多寡判定价值，主张历史地、客观公正地看待中

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这一思想也

反映在其写于同一时期针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

史》的批评文章《论复古》一文中，该文反对郭以历

史进化论判定文学的演变和价值，而忽视文学内在

品质和规律从而机械地批判“复古”的做法。上述

文章对文学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强调以及对社会学

文艺观的批评，实际上与当时整个西方文艺理论界

强调返归文本，注重“文学性”，把文学研究的重点

从文学的外部环境转移到文学作品本身上来，从而

构成对流行于十九世纪后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文

艺观的反动潮流是高度合拍的。事实上“文学性”

问题，也是钱钟书此后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与张君晓峰书》一文超越了当时新文学派与

守旧派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观念，采取

一种公正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绵延了接近２０年的文言白话之争，指出“若从文化
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

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

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并预言“将来二者

未必无由分而合之境。”［２］尽管从现在来看，并没有

实现，不过此种对文言白话不偏不倚的公允态度和

公正评价无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着重要意

义的［３］。

与后来的学术实践相比，钱钟书清华光华期间

的学术研究尚缺乏明显的自觉意识。一是方法论

上的，尽管《小说琐征》已开始显示了后来以“打

通”为特点的学术方法的雏形，但还远远谈不上是

一种比较文学方法。二是尚没有发现和找到一个

真正适合于其学术特点的具有可持续性开掘前景

的学术矿床。此时他所发表的文章涉及极广，随性

所至，包括人文学科的很多门类，哲学和心理学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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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就当时的情形看来，甚至可以认为他很有

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不一定是

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研究者与

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显然，此时钱钟书正在努力尝

试和探索着自己的学术方向。三是他此时的文章

从文体上看，以书信、书评、序言等散文类文体为

主，虽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但学术意识不够强，严格

意义上来说还称不上是学术文章，尽管不能否认此

时的钱钟书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学术的道路。总之，

此一时期钱钟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但

已预示了种种可能和前景。

　　二　“走向西洋”与“回归自身”

１９３５年８月，钱钟书在《天下月刊》发表了英
文文章《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一文。此文看似

普通，一直以来也没有得到钱学专家特别的青睐。

然而，相比于钱钟书以前的文章，此文在研究方法、

内容以及学术的自觉意识上的鲜明特点，显示出一

种转折性意味，或者说构成一个界碑，标志着钱钟

书的治学历程由致力于尝试的发生期转入到了具

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发展期（对于钱钟书学术发展早

期的大致起点，学术界一般没有异议，大多数人都

将之确定为１９２９年，也就是钱钟书进入清华大学，
并开始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之时。然而

在第一时期至第二时期的分界点的确立上，却存在

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 １９３８年［４］，有的主张 １９４５
年［５］，还有的主张１９４９年［６］，不难看出无论是１９３８
年、１９４５年抑或１９４９年都采取的是一种以外在重
要社会“事件”为标志的分期方法。当然这些分期

点的时间的确立，都有其合理之处，重大事件的发

生总会在人的思想意识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

而决定着主体在治学和创作方法、内容、风格和特

点的转移，所以文学史往往断代分期。不过对于个

体来说，情况又有所差别，地点的转换和事件的发

生，尽管可以影响到主体的思想和风格的变化，但

也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或者说明显的。这样说来，

我们与其选取一个在人生方面具有转折意味的外

在标志作为分界点，还不如选取一个确实体现了主

体“转变”性质的思想观念事件作为分界点）。

此文探讨的是中西不同的“悲剧”观，通过对白

仁甫的《梧桐雨》、洪升的《长生殿》与德莱顿的《爱

是一切》、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丽奥帕特拉》的

横向比较，以表明中国古典戏剧“无法和伟大的西

方戏剧等量齐观”，从而批驳了王国维将《窦娥冤》

《赵氏孤儿》等剧“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也”的观点。如此具体而系统地对中西文学观念与

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在钱钟书整个一生学术实践中

尚属首次。

不光如此，在文章结穴之处，钱钟书还专门对

比较文学方法论进行了阐述，指出“对中国古典文

学批评史的修习者来说，就具体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研究尤为重要”，并表示“为了充实我们的审美经

验，我们必须走向外国文学；为了充实我们的另一

些审美经验，我们必须回归自身。文学研究中的妄

自菲薄固然不可取，拒绝接受外国文明的爱国主义

就更不可取。”［７］

此文意义在于两点：一是主张充分尊重中西文

学双方的价值和作用，强调文学文化之间的互识、

互证、互补，从而中西兼收并取、和而不同的文学研

究原则。二是显示了钱钟书学术研究转折之意向，

第一次明确了从具体的古典文学作品和现象入手，

打通新旧，融化中西，旁征博引，孜孜不倦地探求和

抉发人类文化文学共同诗心文心的比较文学的研

究。此种思路和方法的自觉形成，标志钱钟书的学

术研究由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稍后在留学期间所写的硕士论文《１７世纪、１８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和《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

的一个特点》两篇学术论文，正是对此文所提倡的

中西互看、互识、互补的比较文学研究思路和方法

的展开。前者通过游记、回忆录、翻译、文学作品等

文史资料，第一次系统翔实地梳理论述了１７、１８世
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对其中的传播媒介、

文化误读以及英国看中国的视角趣味的变化等都

做出了深入剖析。后者通过中西资料的梳理、对

比，发掘出了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不同于西方文论

的一个显著特点：人化倾向，即“把文章通盘的人化

和生命化”［１］１１９。

１９３８年，欧洲战事风雨欲来、一触即发，钱钟书
积极赶回国内，一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这期间中国社
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变故和政治动荡。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和时势下，钱钟书依然

保持他那份内心的宁静，坚持不懈地从事于名山事

业。学术上除有诗学批评名著《谈艺录》问世外，亦

有数量可观的学术文章发表，其中备受研究者关注

的是《中国诗与中国画》《谈中国诗》。

这是两篇典型的比较文学论文，前文再次强调

了《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一文所表明的研究旨

趣，探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现象，立足文学史事

实对中国文艺批评史上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画关

系的论述进行了澄清、阐明和比较估价。后文与其

说是谈中国诗，不如说是谈中西诗歌之同。一方面

虽指出中国诗和西洋诗在诸如发展演化历程、篇

幅、音韵、声调、风格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一方面

却又认为在更为重要的审美本质和内容上，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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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差异”：“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

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因此，读外国诗每有

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１］１６７

这启示我们，人类有着共同的诗心文心，中西文学

文化本质相通，因而打破中西壁垒，进行必要而充

分的交流和沟通，求同存异，是可能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一文所谈之

内容以及所论之比较方法，主要还是强调“不同”，

主张互补，那么此文在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上，就显

示出了一种新的发展，它恰恰强调的是“同”，而非

“不同”。这与稍后的《谈艺录》序言所宣称的“攸

同”“稍通”观高度互文。

《谈艺录》的出版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钱钟书作

为一个文学批评和理论家的坚实地位。它的博集

群书、学贯中西在其出版之初即引起学界震惊和赞

叹［８］。它所表明的汇通中西、兼采百家的著述方法

和原则，历来被学界重视和引用，成为读解和阐释

钱钟书学术方法论的重要文献。它一方面立足于

具体问题和文本现象，进行精辟分析，提出了不少

超迈前贤的创见卓识，“可以作为鉴赏的典范”［９］；

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广泛论涉了传统诗学的几

乎所有理论范畴。不难看出，《谈艺录》是对钱钟书

此前所论文艺思想问题在主题、方法、原则上的总

结和综合，显示了其学术研究的新高度。

１９４９年后（人们一般将１９４９年视为钱钟书学
术和思想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这无疑符合断代分

期的方法。而我们以为就钱钟书学术发展的内在

特点和理路看来，１９４９年并非转捩点，即他在学术
和思想上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钱钟书的研究活

动一度陷入沉寂，不过也并非乏善可陈。此时最重

要的学术成果，是其耗时两载完成的《宋诗选注》。

其序在钱学研究中尤具意义，它是钱钟书多年潜心

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不仅对中

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对宋诗的历史地

位及其成败得失有独到见解，而且对诗文选注也颇

有创见。从表面看，此文似乎附和了当时盛行的主

流社会学文艺观，以现实主义乃至阶级的观点看待

文学问题。然而钱钟书并没有放弃文学的自律性

和独立地位，而是为之辩护和抗争。明确提出“诗

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的观点。在一个政

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实际被降格为政

治意识的留声机和传声筒的时代，这无疑是需要足

够的学术胆识和良心的，恐怕这也是《宋诗选注》直

到今天仍不失其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一时期钱钟书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通感》

和《读〈拉奥孔〉》。《通感》一文给我们系统梳理、

分析和论述了通感这一文艺心理学现象。《读〈拉

奥孔〉》一文是对莱辛《拉奥孔》一书有关诗与画的

审美功能和特点的论述的补充和深化。

尽管钱钟书的人生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跌

宕起伏，漂浮不定，而且其学术思路及其文学观念

严格说来也在不断拓进，然而相比于前后期，从整

体上看，仍然具有相当的共性。这就是，基本上遵

循了《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一文所提出的研究

思路———立足古典文学，参照外国文学，以一种中

外文学互参、对比和互补的方法和模式展开自己的

研究，一种视野开阔的、纯粹的比较诗学研究。

　　三　“打通”与“照明”

１９７６年，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钱钟书也悄然
完成了不朽巨著《管锥编》，臻至学术研究的顶点。

这期间，钱钟书的研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

不断著述和撰写新的文章和著作；一方面对旧作进

行大量的修订和补充。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即拿２０世纪的二三
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相比，就能鲜明地看到这一

点。它们都脱胎于蒙昧和专制时代，启蒙是社会共

同的主旋律。翻阅钱钟书文章，可看到一个很突出

的现象，那就是在其文章中，总是以一个很大的篇

幅讨论方法论问题，这在解放前以及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左右发表的那些文章中尤为显著，这表明钱钟书

是一个方法论意识很强的学者。在一个思想蒙昧，

视野狭隘，正欲冲开历史迷雾走向开放之旅的时代

来说，无疑极具学术启蒙意味。翻翻上述那几篇文

章，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已在第一二部分所讨论的

那些文章，会发觉它们几乎又在重复和强调同样的

问题。《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

例子》的“照明”说，以及《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

研究简况》提出的放宽视野和接触面的问题所表征

的中西互参、互证、互补的文学和学术思想，一定程

度上正是对几十年前的《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悲剧》

《谈中国诗》等文观念的重申。

不过，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而是往往在新的

条件下有着新的发展和超越。如果说，在钱钟书的

理论范畴中，比较文学的概念，在解放以前，还只是

影响研究的模式，那么在此时就明显的带有平行研

究的味道了，特别是其中跨学科研究的意识和方

法，体现着一种新的可能和变化。《谈艺录·序》所

提出的中西文化与心理“攸同”“稍通”观，是就跨

文化意义而言的，与跨学科无涉。但是写作于此一

时期的《致郑朝宗》信中所谓“打通”说，《诗可以

怨》结尾所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

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

的学科”，以及《谈艺录》增订本所发出的愿望：“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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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河：感应与转型———论钱钟书学术演进历程

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

社会学等为一家”，等等，就明显的是一种跨学科的

口吻了。它们体现了钱钟书学术研究的新发展，而

这也内在感应与契合着世界比较文学观念演变的

基本态势和走向。

此时钱钟书也对旧著进行不断的修订、补充、

扩展，有的甚至内容远远超过了初版本。《谈艺录》

补订本序说：“犹昔书，非昔书也”。这些补订融入

了钱钟书晚年的思考，实际上是钱钟书在一种新的

思维视角、新的文化视野下的新的创作，应视为此

一时期的作品，反映出其与时俱进、精益求精、追求

完美的学术品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代表作，具体内容是

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中国古代十部典籍的

评骘，冶中国古典文化四大门类：经、史、子、集于一

炉。从现在出版的情况看，包括补订修订，已达四

大本，一百多万字。然而按照他的写作计划，这还

仅只是其晚年学术著述冰山之一角，“锥指管窥，先

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尚有论《全唐文》

等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１０］。

《管锥编》虽言“锥指管窥”，但所论涉的问题

却涵盖整个人类文化。不过，钱钟书本质上是一个

文人，一个文学评论家，所以它实质上渗透的是钱

钟书对文学的看法，一种广义的、泛文学的观念。

这从他所认可的书名英译中可以鲜明看出：“Ｌｉｍｉｔ
ｅｄｖｉｅｗｓ：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有限的观察：
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１１］。《管锥编》实际是以

谈艺衡文为基本立足点，广泛涉略了哲学、历史、心

理学、伦理学、文化人类学、军事、艺术等各人文领

域的知识和现象。因此郑朝宗先生读罢《管锥编》

等著作，认为“作者实际致力的是‘诗心’、‘文心’

的探讨，亦即是，寻找中西作者艺术构思的共同

规律。”［１２］

王瑶先生曾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的内涵及

历程有过非常精辟的阐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

以王国维发其端，而承之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

恪、鲁迅等，而以钱钟书作为终结（指作为中西贯通

的标志性的大学者而言），构成一条近现代学术发

展的线索和链条，他说：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

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

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

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

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

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

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

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

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

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１３］

确实，就钱钟书而言，其中西贯通的学术研究，

感应于西方，立足于东方，构成一种对传统的现代

审视，即以一种结构化了的、融合了新或者西学与

旧或者中国古典的知识谱系所产生的整体的眼光，

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在现代社会重生的可能

性，或者说现代转化的可能性。钱钟书整个学术努

力与时代的发展方向高度合拍，同时也以自己特有

的禀赋与独异的才情给这一过程增添了绚丽的色

彩，为现代学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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